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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要: 新世纪以来，域外出版了若干种中国哲学方面的百科全书，其中俄罗斯科学院版的《中国精神文化大典》《哲学

卷》是非常有特色的。该书突破了原来苏联哲学研究模式，在内容丰富等方面引人瞩目，其对中国精神文化的逻辑性归纳，某些

词条考镜源流式的学术探究，可为国内学人提供参照。《哲学卷》注重儒家而疏略道佛的偏向也无须讳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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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世纪以降，西方学界中国哲学的研究依然有不少新著述

问世。若以工具书来看，则有安东尼奥· S·考( Antonio S．
Cua) 主编的《中国哲学百科全书》。该书 1 千页有余，由 77 名世

界各国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撰写 187 个词条。该书的词条都很

长，定位大概是介乎工具书词条与学术性研究之间。词条以人

物为主，兼及重要的概念，如“气”、“心”、“情”、“格物、致知”、
“理一分殊”，更有对中国哲学分门别类的梳理，如“艺术哲学”、
如“历史哲学”等［1］。再如由布赖恩·卡尔和英迪拉·马哈林干

主编的《亚洲哲学百科全书》。该书深入描述、阐释波斯、印度、
中国、日本和伊斯兰哲学等亚洲若干国家的哲学，还为佛教哲学

立了专章。两位主编为中国哲学写的导言指出:“中国哲学具有

漫长、复杂的历史。在封建的先秦时代( 公元前 200 年以前) ，一

些杰出的智者确实成了佛教从印度传来之前主要的哲学思想流

派的奠基石，这些流派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儒家、墨家、道家和法

家。”［2］该书分别由成中英、黄楠森、傅伟勋、黎惠伦( Whalen
Lai) 、阿里夫·德里克等撰写了“中国哲学的起源”、“孔子与儒

家”、“中国哲学中的道教”、“中国哲学中的佛教”; “毛泽东与

‘中国马克思主义’”、“中国哲学中的逻辑与语言”、“中国哲学

中的知与行”、“中国哲学中的道德与社会”和“现代中国哲学”
等文章。其定位更偏重于学术性和研究性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

俄罗斯版的《中国哲学百科全书》同样值得认真关注。
在中俄互办国家年期间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于 2006 年推

出了六卷本百科全书《中国精神文化大典》中的第一卷《哲学

卷》，该书由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。《大典》由俄中友协主席、科
学院远东所所长 М·季塔连科院士主编，А·科勃泽夫和 А·卢

基扬诺夫副主编。2010 年《大典》已经出齐了《哲学卷》《神话·
宗教卷》《文学·语言与文字卷》《历史思想·政治与法律文化

卷》《科学·技术·军事思想·卫生·教育卷》和《艺术卷》。
2012 年我本人代表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中心与俄罗斯科学院远

东所签署了《大典》的中文翻译合同。同年我作为首席专家，会

同国内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家们，成功竞标，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

大招标项目———“俄罗斯《中国精神文化大典》中文翻译工程”。
目前我们已开始了翻译工作。同英语世界的《中国哲学百科全

书》相比，我以为，《中国精神文化大典·哲学卷》( 以下简称《哲

学卷》，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) ［3］价值突出，特点分明。

一

俄苏的中国哲学研究，曾经受制于前苏联的哲学研究模

式。苏联哲学史研究模式是建立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分

法基础上的。1930 年米丁主编的《辩证唯物主义》和《历史唯

物主义》两书为苏联哲学体系提供了“雏形”，1938 年斯大林的

《论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和 历 史 唯 物 主 义》则 为 苏 联 哲 学“定 了

型”［4］。苏联的学者几乎众口一词，以所谓反映阶级斗争的唯

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来解释欧洲的，甚至各国的哲学史。
如苏联科学院院版的《哲学史》的导言写道:“自从哲学上形成

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互相对立的派别以来，它们之间

就经常进行着斗争。这斗争归根到底反映出有敌对阶级存在

的社会所发生的阶级斗争。”“科学的哲学史的对象是: 社会发

展各阶段上的哲学思想发展史，首先是哲学的基本派别即唯物

主义和 唯 心 主 义 孕 育、形 成、发 展 及 其 它 们 之 间 斗 争 的 历

史。”［5］这不仅是导言中的两处表述，而且成了该书的主线。这

种模式也体现在苏联的中国哲学史叙述中。第二版的《苏联大

百科全书》第 21 卷( 1953 年) 的中国哲学条目的第一句话就

是:“中国哲学发展史，如同欧洲哲学发展史一样，是反映中国

历史各阶段意识形态斗争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

史。”［6］显然这几乎就是对哲学史上述表述的复述。华裔苏联

哲学家杨兴顺( Ян Хиншун) ，1967 年获得博士学位，其学位论

文的标题是《古代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》［7］。前苏联解体前后

这种苏联哲学研究模式逐渐式微。
《大典》的《哲学卷》完全摆脱了前苏联哲学史的这种研究

模式的限制，尤其是突破了唯物、唯心的简单二分法，突破了哲

学发展史是对阶级斗争的反映等框框，竭力揭示中国哲学和文

化的内在特点。在《哲学卷》总论部分的“中国哲学和精神文

化”中，作者强调中国文化、中国哲学是一个独立的体系，而且

将它同欧洲文化、哲学相比较，以此来突出中国哲学的特征。
“在欧洲的超验的、超理性的世界观中，柏拉图的哲学、基督教

的神学、或者科学理论，都不过是世界在其理想状态的超验的

强化。对于感觉主义的、理性的中国自然主义而言，世界是统

一的，不可分割的，在它之中一切都是内在的，甚至包括它的精

致的神性本质在内，完全没有任何超验的成分”( 44 页) 。《哲

学卷》的作者还着力揭示中国哲学内在的特征，认为中国哲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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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论的特征在于以从占卜中发展起来的“象数学”逻辑来破

解自然、社会和人生的秘密，如两分法———阴与阳，三分法———
天、地、人，五分法———五行，等等( 48—50 页) 。从对下面的梳

理中，也不难看出《哲学卷》对苏联哲学研究模式的突破，对中

国哲学的新阐释。
二

《哲学卷》在归纳和研究中国哲学和精神文化的基本概念

和范畴方面下了功夫。其作者考察了中国和西方出版的《中国

哲学大辞典》《中国哲学史主要范畴和概念简释》《中国哲学范

畴史》和《Basic Chinese Philosophical Concepts》等著作，从七个

方面拟出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范畴:

一、方法论: 上、下、本、末、内、外、正、反、方、圆、同、异、经、纬、
权、势、象、卦、矛、盾等。二、本体论: 道、德、太极、无极、有、无、
自然、使然、宇、宙、天、地、人、理、欲、机、器、阴、阳、体、用等。
三、“生物学”和人本学: 形、神、身、物、生、死等。四、文化学:

文、武、质、朴、世、俗、公、私、艺、术、治、乱。五、认识论和效能

学: 感、应、知、行、言、说、意、诚、史、记、名、实、虚等。六、伦理

学和美学: 善、美、恶、仁、礼、义、忠、恕等。( 七) 社会学: 圣、愚、
王、霸、君子、小人、士、民、国、家( 第 74 页—76 页) 。《哲学卷》
的作者认为，确立这些概念和范畴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。既可

以从人类概念的共同性的推断出发，借助先验描述，或认为它

们是客体( 亚里士多德式的客体) ，或认为它们是主体( 康德式

的主体) 。还可以像施宾格勒那样，竭力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

尤其是从哲学中去寻找不同于欧洲的，甚至是与欧洲对立的因

素( 第 76 页 ) 。
一些词条的作者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，宏阔的学术视

野，其词条写作几乎达到了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的水准，如

“三才”。作者认为在《周易》的注释中出现了三才的概念，在

《系辞·传下》十章出现了这三者间关系的推理方式:“有天道

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，兼三才而两之，故六; 六者非它也，三

才之道 也。”在《说 卦 传》中，与 天 道 相 联 系 的 是 宇 宙 力 量

“阴”—“阳”，与地道相联系的是阴阳在事物中的表现“柔”—
“刚”，与人道相联系的是“仁”—“义”。将由天地诞生的第三

方———人引入这个三位一体会产生如下作用: 第一，这揭示了

人在两大自然存在之间的居间作用; 第二，通过实现这种非本

体学的伦理原则走向调整宇宙联系之路。这些思想所产生的

古代哲人国王作用的观念———“王”可以充当天地之间的调停

者。解决天人功能关系的基本倾向在一系列公式中得到了表

达: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天人感应”和“天人之分”。然后《大典》作

者将天人关系放在中国各家思想中来加以考察。“天人合一”
观念是由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创立者董仲舒提出来的( 见其

《春秋繁露·深察名号》) ，这个命题是对包含在先前的哲学典

籍中的思想的发挥。在对《周易》的注释中确定: “夫大人者，

与天地合其德”( 《文言传》一) ，这表明先在的现实性，即“先

天”中大人不会对天造成阻碍，在“后天”，即现象世界中，大人

“奉天时”，也就是说他要遵循宇宙循环的规律。《中庸》主张，

为“能尽其性”者创造“参天地之化育”的可能性。孟子在发挥

这个思想的时候提出“尽其心”，也就是说极大地发挥人的天性

中善良的、智性的、情感的和道德的潜力，这是认识自然———
“天”的途径( 《孟子·尽心上》) ，发挥人的天性以达到“上下与

天地同流”的境界。然后作者将人与天地的关系放在先秦的道

家、杂家等各派中来加以考察，如《庄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左传》等

等，着重讨论天人关系。复次，《大典》的作者又把三才，尤其是

天人关系放在宋明理学( 在《哲学卷》通常称之为“道学”———
нео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———引者注) 中来考察，分别论述，张载、二

程、王夫之在继承《中庸》和《孟子》的基础上，对“天人合一”提

出的新见解，如张载在“天人合一”的基础上提出的儒者之真。
关于“天人之分”的命题是由荀况提出来的，荀况的基本论据

是:“天有常道”，即是说，天文和自然的循环是与人无关的，社

会的灾难是由人自身引起的《荀子·王志》。本文作者按:《大

典》作者所引不确，荀子主要是在《天命篇》中表达这样的观点

的) 。其后，柳宗元表达了更激进的观点: 天和人是两种对立的

因素，各自具有不同的“能”( 第 378—382 页) 。足见作者对

“三才”的考察是深入细致的。再如“格物”条，也可见出沿波

讨源的功夫: 格物是儒学四书之一的《大学》的八种实践认识论

原理之一，在《礼记》中，将它与第一原理“致知”相联系。古代

的注家郑玄将“格”解释为“来”，将“物”解释为事，即揭示对所

有客观现象的正确知识。由于《大学》在新儒学中取得了特殊

地位，成为四书中的第一本书，“格物”获得了尤为重要的意义。
程颐借助于《周易》的文本，将它解释为“穷理”。朱熹将这一

注释加以发挥，并使之经典化。他应用辞典《尔雅》将“格”解

释为“至”，将“格物”与“穷至事物”之“理”作等量观。王阳明

建议将“格”理解为“正”，就是说要正确理解“物”，他将这一过

程称为“事”，也就是归结为“心身”，认为它还会发展为“修

身”。在从 17 世纪开始的反思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潮中，“格物”
被解释成对事物的实践关系，比如颜元认为是“手格其物”。到

了 19 世纪末“格物”用来指称西方的自然科学，在现代语言中

它具有“自然科学”的意义 ( 第 216 页—217 页) 。还有“《大

学》”、“五行”、“仁”、“性”等许多词条都达到了这样的水准。
总体来看，《哲学卷》的定位是兼顾学术性和普及性，绪论

部分的研究文章、一些词条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; 很多词条

则以客观地描述史料为目的，属于典型的工具书词条。
三

在文化交往对话日趋频繁的今天，一种民族文化，不但有

该文化创造者承载者自己的自我体认，也需要他民族研究家的

认知。这种体认和认知之间，既会有客观的、科学的理解和沟

通，又必然会有文化误读，甚至有曲解，然而误读也有其价值。
认真研究俄罗斯汉学界的《哲学卷》，其意义可略举三项。第

一，重视俄罗斯汉学。我们过去注意日本、欧洲和北美汉学界

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，把它们看成中国学术文化

研究的一个特殊角度。现在俄罗斯的《哲学卷》已经对中国哲

学及其重要人物和典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我们再来研究自己

的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时候，不能对之视而不见，否则难免

“学术视野不够开阔”之讥。同时它也可起到破除汉学研究中

话语权单一现象的作用。实际上俄罗斯汉学一直是汉学重镇，

只是我们不太留意而已。如今一本大书推出，我们聆其洪亮音

声，睹其曼妙手笔，还会继续漠然置之? 第二，关注他者的眼

光。中国古典文化中大量我们习焉不查、尚未被我们激活的精

神资源，却被域外的研究者独具只眼挖掘出来了，透过他者的

视角，通过《哲学卷》的大量的学理性研究，我们收获良多。比

如“大同”，《哲学卷》的作者仔细爬梳“大同”在《墨子》《尚书》
《列子》惠施、农家、《礼记》《公羊传》《孟子》《国语》《吕氏春

秋》等先秦著作中的表述; 其后作者发掘“大同”经《太平经》和

朱熹传的传承; 作者还梳理近现代洪秀全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
中山、吴稚晖、毛泽东的“大同”思想，指出郭沫若、吴虞、梁漱

溟、蔡尚思、冯友兰、刘师培等对“大同”思想的阐发; 作者甚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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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钩稽了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对“大同”口号的运用，这几乎就

是一篇中国乌托邦思想史略( 第 242 页—245 页) 。这也难怪，

词条的作者本人就参与了专著《中国社会乌托邦》的写作。再

如“礼”( 第 297 页—299 页) 、“功夫”( 第 212 页) 等，都是如

此。第三，刺激对话的机缘。《哲学卷》钩稽中国哲学中的元命

题，并且力图将它们同世界其他文明和俄罗斯的类似命题进行

比较，如将中国的“道”与俄罗斯的“Глагол”和印度的“奥义”
的比较( 31 页) 。在这里，《哲学卷》又给了我们学术研究的鞭

策和激励，跨文化的对话应该是双向的，我们在受惠于俄罗斯

汉学界中国哲学研究成果的同时，也应该对俄罗斯的哲学和精

神文化做出我们自己的研究，提出我们自己的见地，为两大民

族的互相理解和沟通，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份贡献。
《哲学卷》巨大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，本人在阅读之中学得

许多新知，真正是受益匪浅。但在阅读之中也不免略生谫识，

在这里坦露出来，就教于《哲学卷》的作者和方家。首先，中国

精神文化的大格局的认知问题。苏联时代的大汉学家阿列克

谢耶夫院士希望苏联汉学研究中国文化要儒释道三者并重。
他在 1940 年写的《东方学所成员集体编写〈中国文学史〉的报

告》中写道: ( 苏联汉学家中的) “哲学家应该担负起厘清中国

哲学思想史( 比如儒家、道家和佛家体系) 的任务。”［8］他自己

就身体力行，1940 年代中期，渐近晚年的他在《我是如何研究

中国》一文中，对自己的学术工作做了这样的总结: “因此我对

中国文学的兴趣是相当广泛的。但是我没有分散精力，尽力集

中在研究中国文化和它的古典基础———儒家、道家和佛家( 略

少一点) 上。”［9］对儒家，我们知道阿列克谢耶夫翻译了《论语》
的一部分，翻译研究苏洵《论六书》，对佛家，他写了《中国文化

和宗教中的佛教和基督教》《中国艺术文学中的佛教及其敌

人》等著述，对道家他也有深入研究。《哲学卷》在对中国文化

的大格局的认识上似乎不同于阿列克谢耶夫，也不同于中国多

数学者所认同的儒释道互摄互融为中国文化( 包括哲学) 主流

的观点。在《哲学卷》的绪论中，作者写道: “佛教在公元一世

纪从印度传入中国。但是在中国的土壤上佛教经过了剧烈的

变形，吸收了中国民间信仰、道教和儒学的许多重要因素”( 第

17 页) ，然后就转向了佛教在日本等国的传播，没有将佛学作

为中国精神文化的基本构成因素来谈。只是在“佛教”条目的

文字中才谈到:“在大众的意识中，至少在公元一世纪初佛教与

儒教、道教一起成了‘三教’的组成部分，其哲学命题的某些部

分渗入到了中国各种思想中”( 第 158 页) 。但在总论中完全

没有此类表述。在谈及中国哲学和精神文化的基本流派时，

《哲学卷》列举了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所定的六家: 阴阳家、儒

家、墨家、名家、法家、道德家。又说，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此

六家之外增加了四家: 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和小说家。然后略为

提及了《隋书》中的十四家之说。《哲学卷》认为这是中国哲学

和精神文化的基本流派。然后就转而谈儒家的主干地位( 第

50 页—53 页) 。这样写固然将中国哲学的源讲清楚了，但是，

道家和佛家在中国哲学中的独特作用不谈，儒释道三者的互动

关系不讲，中国哲学的流派反而显得模糊了。比如在谈“道学”
( 即宋明理学) 的时候，就完全没有涉及到佛教中国化对它的影

响( 第 368 页—369 页) 。其次，与此相联系，在条目的取舍上

也似有可商榷之处。一方面，先秦各家齐备，具体到儒家而言，

则源流清晰，其后对宋明理学诸家也多有瞩目，可谓深中肯綮。
另一方面，道家和佛家虽然最主要的内容都有，但与儒学相比

就显得有些单薄。道家方面，内丹派、符箓派、陆修静、孙思邈、

成玄英、《云笈七笺》《太上感应篇》等都没有列条目。佛家方

面，没有《弘明集》《广弘明集》《高僧传》等条目; 《景德传灯

录》《五灯会元》等不但没有列条目，连在“禅宗”的词条的文本

中都没有提到( 禅宗里只有《六祖坛经》《临济录》列为词条) ;

没有“佛性”、“格义”等中国佛教教理方面的词条; 也没有提到

宗喀巴等藏传佛教人物。因此同儒学相比，《哲学卷》道家和佛

家词条的设置似嫌不够完整周备。结合《中国精神文化大典》
第二卷《神话·宗教卷》的词条和研究文章来看，同样也有类似

偏向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俄罗斯汉学研究的状况，其研究

的主要关注点在儒，不在佛道。当然，非中国的学人编撰中国

哲学方面的百科全书，往往也有注重儒家而疏略道佛的偏向。
如前述的安东尼奥· S·考的《中国哲学百科全书》，也是儒家

人物和概念占了绝大多数，而佛家甚少，道家付之阙如。在这

本《中国哲学百科全书》里，儒家细到立“汉儒学”、“唐儒学”、
“宋儒学”、“明儒学”和“清儒学”等词条，佛学则仅有“佛学”
和“禅宗”两个词条，许多重要问题、人物，如“沙门不敬王者”、
渐悟、顿悟、道生、慧远等都只是在这两个词条中点到而已。相

比而言，《哲学卷》中佛、道的词条和内容还略多一些。《亚洲

哲学百科全书》中对儒释道研究的比例略微平衡一些。应该指

出，《中国精神文化大典》《哲学卷》于中国哲学和精神文化多

有发明，恰如皓璧暠曜，些许微瑕不足以掩其光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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